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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同代际、户籍的流动人口有着明显的差别特征，从而对北京市有着不同的认同意
愿和认同结果。本文使用定量数据，基于比较视角，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现状、模
式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流动人口对流入地都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尽管意愿与结果之间存
在明显的背离;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超过其他地区流动人口，说明流动人口对北

京怀有更强的期待; 北京市年长流动人口比青年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认同意愿，且乡—城流
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城—城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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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on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terns，
status，and determinants of identificational assimilation of young migrants in Beijing． Findings
suggest that，migrants in Beijing have a stronger desire to be integrated，though there is a deep gap
between desire and outcome of identificational assimilation． Contrary to findings of the oth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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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else equal，the young migrants are less assimilated into the host society than the older ones，
while rural-urban migrants have a stronger desire to be assimilated than urban-urban migrants．
Keywords: identificational assimilation; Beijing city; young migrants; older migrants

作为“首善之区”，北京市一直是很多流动人口向往和最终驻足之所。据统计，2011 年北京市常
住外来人口达到 742. 2 万人［1］，他们构成了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那么，北京市不同
代际、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和结果具有什么特点、面临哪些困境、受制于哪些要素、与其
他地区不同代际和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之间是否存在差别，地域、户籍、年龄、态度、行为等结构
性、制度性要素以及人力资本等主客观要素在流动人口的认同方面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具有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 2011 年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基于比较的视角，
考察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情况。通过比较青年与年长流动人口，了解年龄和时代的影响; 通过
比较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了解户籍类型的影响; 通过比较北京与外地的流动人口，了
解地区 ( 及结构性) 因素的影响; 通过比较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的态度，了解主观因素的影响。

一、文献梳理与理论假设
身份认同是指流动者与本地人及家乡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

往何处的思考及认知。不少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对流动人口 ( 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 的身
份认同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大量的研究表明，长年在外生活使得流动人口深感身份迷
惘。流出地社会把他们看成是 “客人”，流入地社会又把他们当成是 “外地人”，于是他们就成为哪
里都没有归属的“边缘人”。换言之，城乡社会空间和群体记忆的互动使流动人口对自己身份的认知
和评价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他们既难以认同流入地社会，又不愿认同流出地
社会; 既无法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又难以回归流出地社会。流动人口不断陷入 “我是谁，从何而
来，到何处去”的追问，从而导致认同困境与身份焦虑的出现［2］; 而且，他们在归属感上表现出一种
矛盾、不和谐的态势，即对流入地在地域上的强归属和群体心理上的弱归属［3］、意愿上的融入与实
际身份的游离［4］。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这种不确定性、困扰与彷徨是包括代际差别、朋辈效应、制
度固化、区域分割、态度排斥、社会交往等在内的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代际比较可提供时期特点和年龄队列对不同世代流动人口的影响。不少研究探讨了代际之间身份

认同的差异，得出了具有共性的结论: 青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更强的认同感和融入意愿。不同代际
流动人口成长的宏观环境、家庭结构、教育背景均不相同，故社会化经历、过程和结果都会有别。青
年乡—城流动人口的务农时间较短，在城市生活多年，有的甚至出生在流入地，对家乡的认同远不及
对流入地的认同［5］。同时，他们的性格和行为更为丰富、更加多变、更富个性，时代性、发展性、
双重性和边缘性特点突出［6］。他们希望摆脱土地的束缚，摒弃农民身份; 希望在城里安家落户，并
最终融入城市［7］。相反，年长流动人口在家乡生活时间较长，土地和亲情成为与家乡联系的 “脐
带”。虽然他们来到流入地工作，但他们更多可能只是将工作视为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变身
份的途径，故而对流入地难以产生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当然，现有研究在共性之中也有差异。比
如，2009 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五城市开展的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数据显示，
与年长流动人口相比，青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强烈的向往，但就普遍公认的对流入地社会的认同感

而言，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却低于同龄城—城流动人口及年长乡—城流动人口。这种差异说明，认同
意愿与认同结果之间是有差异的。换言之，身份认同至少涵盖两个方面: 一是认同意愿，二是认同结
果，二者不可等同。青年流动人口也许比年长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融入或认同意愿，但从意愿到实际
认同之间存在较长的时滞期，诸多中间要素推动或制约着意愿的实现。认同意愿是达到认同结果的前
提条件。现存研究中，所谓的身份认同多是指认同意愿，而非认同结果。本文也仅关注认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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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时，同辈比较可考察同龄人中的户籍差别。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相
比，青年城—城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等都比较熟悉，故总体而言会对流入地产生更为亲
切的感觉。综上所述，在此我们提出假设 1: 与年长流动人口相比，青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更强的
认同意愿; 青年城—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青年乡—城流动人口。
所谓制度固化，最主要的是户籍制度的固化。身份认同似是一个虚空的概念，但有着实在、固有

的制度性根源。户籍制度包括户籍类型、户籍地点两个维度，而户籍类型对身份认同的意义更大。这
主要是因为，尽管城—城流动人口也是外来人身份，在流入地可能也会受到各种不利于他们的身份认
同的结构性制约，但他们毕竟与本地市民拥有同样的户籍类型，有着与生俱来的先天优势和自致资

质，与流入地市民有着更多的相似性，故而在流入地有更强的认同意愿。相反，“农民”原本只是一
种职业，是户籍类型将“农民”身份化。中国的乡—城流动人口始终被看做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原
本只是中性称谓的“农民工”被制度和观念建构成一个社会类别; 实际上否定了流动人口作为城市
居民的现实身份，夸大了其流动性而抹杀了其定居性; 而且，由于使用了 “农民”身份标志，使得
歧视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空间中得以延伸、再生，并进一步强化、固化了 “农民工”身份［8］，使得
他们不得不认同自己的 “农民”身份，进而导致他们的职业身份与角色身份出现错位［9］。于是，乡
—城流动人口既不完全等同于农民，又不等同于市民，是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却未融入城市的市民。他
们不乡不城，亦乡亦城，不农不工，亦农亦工，身份极为尴尬。这无疑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认同意愿。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2: 乡—城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意愿低于城—城流动人口。
区域分割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指各地区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差异，二是指流动所跨越的行政区划

带来的身份认同差别。这里只论前者。制度性要素往往具有全国普遍性的特点，但各地不同的经济结
构可能调节制度因素的效果，使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生活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北京市作为特大城
市，其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是否与其他地区存在显著差别? 是否具有一般特大城市的共性? 同时，作

为首都，它是不是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特大城市的个性、对外来人口更为包容和接纳呢? 在此，我们提
出假设 3: 与其他绝大多数地区的流动人口相比，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可能不同于其他地区，
甚至可能超过上海、江浙、广东等地。同时，认同意愿存在地区、户籍和年龄互动。
与制度固化密切相关的是流入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心态与行为。一方面，身份认同不是简单地通

过流动人口自身努力就可以达到的; 与经济等客观融入维度相比，该主观维度更涉及流入地居民的接

纳或排斥态度。特权意识与身份优越感在他们的躯体和意识中积淀成为一种社会惯习，故城乡分离的
二元社会结构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基于利益差别的心理结构［10］。社会心理构建使得流
动人口从一开始就处于边缘化状态，且这种状态被逐渐内化，形成内卷式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流
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接触、互相交往也是影响其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随着流动人口与本地
市民交往频度的增加、交往深度的延伸，他们逐渐由陌生人群变为相互认可的邻居、同事、朋友，行
为的交往带来心理的感情和身份的认同。我们在此提出假设 4: 本地人的排斥态度降低流动人口 ( 尤
其是乡—城流动人口) 对流入地的认同意愿，与本地人的交往能够增强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采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1 年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 以下简称 “监测

调查”) 数据来检验这些假设，分析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特点、影响因素和
影响机制。关于数据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发布
的 2012 年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这里不再叙述。数据的总样本量为 128000 个，其中北
京市的样本量为 4000 个。

1． 变量的定义
调查询问流动人口是否同意以下说法: “我喜欢现居城市”、“我关注现居城市的变化”、“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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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流入地”。本文基于这三个问题构建因变量。显然，这些问题反映的并非认同结果，而是认同意
愿。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在这三项上都表现得非常积极: 分别约有 90%以上的流动人口都选择了肯定
的答案。这充分表明，流动人口对流入地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这与定性访谈的结果较为一致。北京
市流动人口中，分别有 96. 7%、95. 3%、93. 9%的人表示喜欢北京、关注北京的变化、愿意成为北
京的一员。这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对于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它们集合为一个综
合性因子。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三者的关联度超过 0. 83，且潜在的线性因子可解释它们方差的 73%。
这说明将它们进行整合是合理的。整合后的综合因子为本文的因变量，得分介于 0 ～ 100，取值越大，
表示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越强，反之表示认同意愿越弱。
与前述 4 个假设相对应，本文有 5 个关注点: 年龄效应、户籍效应、地区效应、态度效应、网络

效应。故此，本文有 5 个主要自变量。①年龄队列 ( 1 =青年流动人口，定义为 29 岁及以下) 。②户
籍身份 ( 1 =乡—城流动人口，定义为在调查时为农村户籍) 。③流入地区 ( 定义为 9 类: 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武汉、江苏、浙江、广东、其他地区) 。数据分析一方面单独使用这些变量，另一
方面使用它们的合成变量，即三者的互动项。为了简洁且突出主题，这里仅展示一个含有八个分类的
互动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 北京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北京年长乡—城流动人口，北京青年城—城流
动人口、北京年长城—城流动人口，外地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外地年长乡—城流动人口，外地青年
城—城流动人口、外地年长城—城流动人口。④态度轻视 ( 1 =觉得受到过本地人的排斥，0 =没有
感到排斥) 。⑤交往局限 ( 1 =流动人口主要与本地人交往，2 =主要与老乡交往，3 =主要与其他人
交往，包括其他外地人、无人交往等) 。
此外，本文控制一系列其他要素，以探讨上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独立关系，包括流动

特征、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流入区域等诸多要素。本文使用的所有变量都具有足够的变异。
2． 研究方法与分析步骤
因变量 “融入意愿”指数为线性测量，可采用线性回归模型。“监测调查”在全国 1151 个

县 ( 市、区) 或样本点进行: 一个样本点最多调查 2000 个样本，最少调查 20 个样本。北京的
样本来自 13 个区县: 其中，一个区县最少调查 40 个样本，最多调查 1080 个样本，平均调查约
307 个样本。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数据的聚类特性，即在各样本点之间，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可
能存在较大差别，而在同一个样本点之内，融入意愿可能更为接近。这使数据可能不符合常规
线性回归模型的两个基本假定 ( 一是样本之间的独立性，二是随机误差项相互独立) ，从而导

致常规的线性模型难以得到有效的估计结果。换言之，常规模型的分析结果可能低估标准误、
高估自变量的重要性，从而增加犯 I 类错误的概率［11］。此外，除了独立性的假定难以满足外，
它还放弃了对不同组群之间差异的考虑，使很多原本由分组带来的差异被解释为个体的差异，

从而丢失大量的群体信息。所以，对于多层次结构数据，常规的线性回归有其自身的局限。使用多
层模型处理具有层次结构的数据，能够纠正由于同一层次内样本的相似性而引起的参数估计误差，改

善置信区间和显著性检验，降低犯 I 类错误的可能性［12］。因此，本文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流动人
口的融入意愿，将县 ( 市、区) 作为高层单位，受访个体作为低层单位。
首先进行无条件平均模型 ( 即不包含任何自变量的空模型) 分析，了解在不同区县，因变量是

否显著不同，从而决定是否必须使用多层模型。其方程式为:
yij = β0j + εij ( 1)

其中，yij 为 j区县流动人口样本 i的结果; β0j 为截距 ( 即平均值) ，下标 j为每个区县拥有各自的截距，
是区分多层模型与普通模型的标志。将截距分解为固定成分和区县层次的随机成分，则方程 ( 1) 分解为:

yij = γ00 + δ0j + εij ( 2)
其中，γ00 为总均值或总截距，是固定参数; δ0j 为区县层次的随机变量，是 j区县的截距到总截距

的距离; εi j 为流动人口个体层次的随机变量，即分布于 j区县的样本 i到该区县截距的偏离。正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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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随机变量 δ0j 的存在，该方程式才成为多层模型。
然后，在模型中纳入自变量，探讨个体和群体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在常规模型中，一个模型只

有一个截距，而在多层模型中，一个模型包含数个截距，即因变量的截距随群体而异。我们使用随机
截距模型进行分析，其方程式为:

yij = ( γ00 + γ01G1j + γ10χ1ij ) + ( δ0j + εij ) ( 3)

表 1 流动人口 ( 雇员) 的基本特征分布 %
变量 全部样本 北京市样本

青年流动人口 46. 63 45. 39
乡城流动人口 82. 83 71. 21
流入地区

北京 3. 13 －
天津 3. 64 －
上海 3. 82 －
重庆 3. 60 －
江苏 6. 93 －
浙江 7. 31 －
广东 10. 03 －
武汉 0. 70 －
其他 60. 44 －

本地人有偏见 30. 03 44. 08
主要交往对象为本地人 23. 44 19. 32
流动特征

流动跨越行政区域

跨省流动 54. 05 －
跨地区流动 29. 29 －
跨县流动 16. 66 －

在居住地居留年份 3. 97 5. 10
老家有困难 73. 29 69. 08

人口经济特征

男性 59. 09 57. 43
汉族 93. 04 96. 12
在婚 65. 84 67. 77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3. 79 6. 65
初中 52. 00 41. 26
高中 22. 56 24. 56
大专及以上 11. 65 27. 52

就业行业

制造业 34. 21 22. 04
建筑业 13. 33 10. 58
其他行业 52. 46 67. 38

经济地位因子 43. 95 50. 97
社会保障因子 27. 97 41. 02
居住条件因子 56. 98 50. 78

流入地区

东部地区 49. 50 －
中部地区 13. 32 －
西部地区 29. 06 －
东北地区 8. 12 －
数据来源: 2011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

据，以下图表同。

式 ( 3 ) 与式 ( 2 ) 的不同之处，固定效果部
分包含了个体和群体变量。Gij 为区县 ( 群体) 特

征; γ01 为群体特征系数; χ1 ij 为个体特征; γ10 为个

体特征系数，代表个体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该
模型将因变量解释为个体特征和区县环境特征的

函数。δ0 j为未被观察到或无法观察到的区县层次的
随机变量，该变量为同一区县内所有流动人口个

体所共有［13］。无条件平均模型的分析结果 ( 本文
没有展示) 表明，融入意愿的确因不同的样本点

而异 ( 系数的取值为 8. 64，标准误为 0. 22，高度
显著) 。说明高层次因素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不容
忽视，使用多层模型技术分析数据是合适的。

三、单变量和相关分析结果
表 1 描述了全部样本和北京市流动人口中雇

员的基本特征。在全国和北京市样本中，青年流
动人口的比重基本相同，均在 46%上下; 但乡—
城流动人口所占比重差别较大，北京市乡—城流
动人口比重低于全国的相应比重，二者分别约为

71%和 83%。在全国流动人口雇员中，近三成的
人感到受到过本地人歧视，而北京市的这个比例

更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 全部样本中近 1 /4
的流动人口认为，自己的主要交往对象为本地人，

而该比例在北京市不足 1 /5 ; 据此判断，北京市本
地市民似乎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情况并不如意。在
这个样本中，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均为跨省流动人

口; 而在全国样本中，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为跨

省流动，约 30%的人为跨地区流动，其余约 17%
的人为地区内跨县流动。流动人口平均在北京市
的居留年份超过 5 年，比全国样本长 1 年多; 感
到老家有困难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样本中的比例也

高于北京市样本的比例。全部样本和北京市样本
的人口学特征差别不大，但人力资本特征和劳动

就业特征却有较大差别: 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北京市流动人口中仅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比例

只有全国相应比例的一半，而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6 个百分点;
在就业行业方面，全国流动人口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的比例都超过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相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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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尤其是制造业的情况更加突出，在其他行业就业的比例则大大低于北京市的相应比例。此
外，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保障情况都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居住状况较差。近一
半的流动人口流入到东部地区，也有三成的人进入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

比例较少。就因变量而言，全部样本的认同意愿为 79. 5 分，表明流动人口对流入地都较为向往。其
中，年长城—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得分最高，为 82. 08 分，其次为年长乡—城流动人口 ( 为 79. 99
分) ，再次为青年城—城流动人口 ( 为 79. 15 分) ，最后是青年乡—城流动人口 ( 为 77. 98 分) 。

图 1 认同意愿与户籍、年龄和流入地区的关系
注: 城—城 =城—城流动人口; 乡—城 =乡—城流动人口;

年长 =年长流动人口; 青年 =青年流动人口。

图 1 和图 2 描述了主
要自变量与认同意愿的相

关关系。所有变量两两之
间的关系都高度相关 ( p ＜
0. 001 ) 。其中，城—城流
动人口、年长流动人口的
融入意愿分别超过乡—城
流动人口、青年流动人口，
而后者与绝大多数现存研

究的结论是相悖的。在流
动人口较多的城市和地区，

认同意愿最强的是重庆，

其次为北京，而广东、上

图 2 认同意愿与户籍 +年龄 +地区复合变量的关系
注: 城长 =年长城—城流动人口; 乡长 =年长乡—城流动人口;

城青 =青年城—城流动人口; 乡青 =青年乡—城流动人口。

海、浙江等地的流动人口
融入意愿相对较弱，重庆

的得分超过广东近 14 个百
分点 ( 见图 1 ) 。
就地区、户籍、年龄复

合 变 量 而 言，北 京 年 长

城—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
最强，外地青年乡—城流动
人口的认同意愿最弱。在这
些主要自变量中，差别较大

的是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态

度: 若流动人口感到本地人

轻视他们，则认同意愿将会

比没有受轻视感的人低近 10
个百分点; 此外，若流动人口主要与本地人交往，则其认同意愿也显著提高 ( 见图 2)。
我们也分析了认同意愿与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都高度显著。限于篇幅，这里未予介绍。这种关

联性表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的确是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进行模型分析，以考察代际差别、
朋辈效应、制度排斥、区域分割、态度轻视、交往局限及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独立作用。

四、模型分析结果
表 2 展示了全部样本和北京市样本的认同意愿的多层线性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 1 和模

型 2 为全部样本分析结果，但模型 1 使用独立的户籍、年龄和地区变量，而模型 2 则突出北京市不同
户籍、年龄流动人口与外地相关人群的比较。模型 3 是北京市样本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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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部样本及北京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意愿多层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模型 1 ( 全部样本) 模型 2 ( 全部样本) 模型 3 ( 北京样本)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青年流动人口 － 0. 41 0. 17 * － － － 0. 70 0. 94
乡城流动人口 0. 52 0. 20 ＊＊ － － 1. 09 1. 06
流入地区 ( 北京 =对照组)
天津 － 3. 43 2. 84 － － － －
上海 － 5. 75 2. 80 * － － － －
重庆 0. 47 2. 55 － － － －
江苏 － 4. 87 2. 38 * － － － －
浙江 － 6. 23 2. 31 ＊＊ － － － －
广东 － 8. 43 2. 34 ＊＊＊ － － － －
武汉 － 4. 81 3. 13 － － － －
其他 － 4. 55 2. 10 * － － － －

户籍 +年龄 +地区复合变量
北京青年乡—城流动人口 ( 对照组)
北京年长乡—城流动人口 － － 1. 53 0. 82 － －
北京青年城—城流动人口 － － － 2. 05 1. 16 － －
北京年长城—城流动人口 － － － 1. 01 1. 03 － －
外地青年乡—城流动人口 － － － 4. 14 2. 22 － －
外地年长乡—城流动人口 － － － 3. 84 2. 23 － －
外地青年城—城流动人口 － － － 4. 84 2. 24 * － －
外地年长城—城流动人口 － － － 4. 10 2. 23 － －

本地人有偏见 － 7. 47 0. 15＊＊＊ － 7. 48 0. 15 ＊＊＊ － 7. 47 0. 74＊＊＊

主要交往对象为本地人 2. 14 0. 17＊＊＊ 2. 14 0. 17＊＊＊ 2. 80 0. 96＊＊

流动特征

流动区域 ( 跨省流动 =对照组)
跨地区流动 1. 00 0. 19＊＊＊ 1. 00 0. 19＊＊＊ － －
跨县流动 1. 88 0. 24＊＊＊ 1. 94 0. 24＊＊＊ － －

在居住地居留年份 0. 30 0. 02＊＊＊ 0. 30 0. 02＊＊＊ 0. 28 0. 08＊＊＊

老家有困难 － 1. 01 0. 15＊＊＊ － 1. 02 0. 15＊＊＊ － 2. 17 0. 81＊＊

人口经济特征

男性 － 0. 14 0. 14 － 0. 15 0. 14 － 0. 20 0. 76
汉族 － 0. 32 0. 27 － 0. 25 0. 27 1. 86 1. 86
在婚 1. 41 0. 18＊＊＊ 1. 42 0. 18＊＊＊ 2. 67 0. 96＊＊

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 =对照组)
初中 － 0. 22 0. 21 － 0. 24 0. 21 － 2. 42 1. 53
高中 － 0. 09 0. 25 － 0. 12 0. 25 － 2. 21 1. 67
大专及以上 － 0. 67 0. 33* － 0. 64 0. 33 － 3. 14 1. 97

就业行业 ( 制造业 =对照组)
建筑业 0. 23 0. 26 0. 20 0. 26 0. 03 1. 43
其他行业 1. 52 0. 18＊＊＊ 1. 50 0. 18＊＊＊ 1. 74 1. 02

经济地位因子 0. 06 0. 01＊＊＊ 0. 06 0. 01＊＊＊ 0. 12 0. 04＊＊

社会保障因子 0. 01 0. 00＊＊＊ 0. 01 0. 00＊＊＊ 0. 00 0. 01
居住条件因子 0. 02 0. 00＊＊＊ 0. 02 0. 00＊＊＊ － 0. 02 0. 01

流入地区 ( 东部 =对照组)
中部地区 － － 0. 44 1. 07 － －
西部地区 － － 3. 34 1. 00＊＊＊ － －
东北地区 － － 2. 34 1. 05* － －

截距 78. 08 2. 15＊＊＊ 73. 81 2. 51＊＊＊ 79. 98 3. 59＊＊＊

随机等参数
N 58660 58660 2060
sd ( _ cons) 7. 69 0. 20 7. 25 0. 19 3. 62 0. 93
sd ( Residual) 15. 48 0. 05 15. 36 0. 05 16. 14 0. 25
Log likelihood － 244610. 3 － 244599. 4 － 8664. 9
Wald chi2 ( 24) 4373. 45 4400. 89 200. 99
注: ＊＊＊p ＜ 0. 001; ＊＊p ＜ 0. 01;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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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 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超过城—城流动人口，
而青年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低于年长流动人口; 与流入北京市的人口相比，除重庆市以外，其余

地区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都较低，尤其是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的流动人口。若流动人口感到本地
人对他们怀有偏见，则其认同意愿大大降低; 若他们主要的交往对象为本地人，则认同意愿显著提

高。这表明，对于两个其他条件相同的人，农村人对流入地具有更强的认同意愿。显然，该发现推翻
了前面提出的有关制度排斥的理论假设 ( 即假设 2 ) 。这可能与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对
流入地的预期和参照对象有关。而且，青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意愿亦显著低于年长流动人口，
也不支持有关代际差别的理论假设 ( 即假设 1) ，这与现存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相悖。地区差别的结
果支持理论假设 3。同样，理论假设 4 也得到模型结果的检验。若在流入地受到歧视，则其认同意愿
显著且大大地降低; 而与本地人较多的交往则会提高其认同意愿。
若同时考虑地区、户籍、年龄的互动对认同意愿的影响，则可以发现北京市青年乡—城流动人口

的认同意愿低于年长乡—城流动人口，但超过其他六类人群，尤其是显著超过外地青年城—城流动人
口。这表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的确与地区、户籍、年龄之间存在互动。
就控制变量而言，尽管系数的大小略有差别，模型 1 和模型 2 展示的结果模式几乎完全一致。就

流动跨越的区域而言，跨越的行政区域愈大，其认同意愿越低; 就流动时间而言，在流入地居留的时

间越长，其认同意愿越强; 若在流动期间，老家遇到困难，其认同意愿会显著降低。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从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来看，模型结果并未显出显著的性别、民族差异，但在婚的人的认同意

愿强于不在婚的人。而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越低。该发现与我们对行为参与和经济
融入的分析结果 ( 受教育程度与行为参与、职业地位、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总体经济融入水平等
有很强的正向关系) 完全相反。不同因变量有差别的分析结果表明，心理上的融入的确具有不同于
客观融入的特点。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特征与其认同意愿密切相关: 在制造业就业的人的认同意愿显
著低于在其他行业就业的人，虽然与在建筑业就业者之间的差别不显著。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保障
水平的提高和居住条件的改善，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也相应提高，即认同意愿可视为对流动人口整体

的社会融入程度具有明显指向作用的经济社会地位、行为适应的深层体现。此外，流入到不同的经济
带也带来不同的认同后果: 流入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人比流入东部地区的人拥有更强的认同意愿。
如模型 3 所示，尽管具体的系数取值大小有别，显著性水平也有差异，北京市样本的分析结果与

全国的平均水平十分一致。比如，北京的青年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低于年长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
口的融入意愿高于城—城流动人口，尽管组与组之间的差别没有统计意义。同样，若北京市流动人口
感到受到本地人的歧视，则他们的融入意愿会显著降低; 若他们的主要交往对象为本地人，他们的融

入意愿就会显著提高; 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提升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 老家有困难之人的融入

意愿显著降低。在人口学特征中，只有在婚与因变量的关系是显著的。同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人力资本与因变量呈不显著的负关联。这表明北京流动人口中的雇员与全国的同类人群一样，并
不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认同意愿就越高。此外，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
著提高，保障水平和居住状况都不与因变量有显著关联。

五、总结与讨论
尽管从现实的角度看，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不如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等重要和急迫，但认同是

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较强的认同度将促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
留，这是不以流入地社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流入地相应的工资待遇和权益保障、公共服务和社
会福利，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公共资源的配置等一系列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本文通过对
具有时效性的、大规模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运用多层模型技术，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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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并将他们的认同意愿与全国同类人群的平均水平进行
了对照。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和政策启示。
其一，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其他地区流动人口。这表明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被流动

人口寄予了更多的向往。但同时，现实情况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之间依旧存在
很大差距，这就对北京社会发展和北京精神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切
实采取有效措施，从实际出发，打造融入的平台，组织合适的活动，增进人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实

实在在地为流动人口提供所需服务，扎扎实实地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其二，年长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青年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高于城—城流动

人口。北京和外地都是如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与现存的其他研究得出的一些关键性结论有别，也不支
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年长流动人口阅历相对丰富，更愿意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安顿下来; 同时，他们的
参照对象是流出地人群，追求的目标主要是生存，但凡只要流入地生存状况好于流出地，就可能对流

入地有较强的认同意愿。城—城流动人口多以本地市民为参照对象，他们在流出地并非找不到工作，
只是找不到更理想的非农工作，他们来到流入地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不是为了解决生存问

题。在北京的青年城—城流动人口中，近 2 /3 的人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外地的户籍使他们无法享受
与北京人同等的待遇，故他们失落感严重，难以产生认同感。然而，从长远来看，未来城市的发展将
在很大程度上与青年流动人口的贡献密不可分。他们对流入地不高的认同度，无疑会制约其在该地作
出的贡献。因此，各级部门应该适当地通过各种反馈渠道，关注青年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态度，努力增
进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和感情。
其三，本地市民的态度和两个人群的互动交往对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至关重要。融合是双向的、

互动的，也是漫长的、艰巨的，需要逐步推进。身份认同属于主观意念，但这种意愿能否实现，流动
人口能否真正成为流入地的一员，不仅需要流动人口本身的努力，还需要本地人的接纳。但是调查数
据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认为受到本地市民轻视的比例高达 46%，远远超过全部数据的平均水平
( 26% ) ; 而访谈资料也表明，除经济贡献外，在诸如社会治安、居住环境、公共设施利用、社区卫
生等方面，北京市民对流动人口的看法都比较负面。这显然与北京市倡导的包容接纳精神相违背。一
方面，户籍居民要尊重外来人口，使他们感受到当地政府、市民的亲近与友善; 另一方面，流动人口
也应主动与本地市民交往和交流，使户籍居民感受到流动人口的尊重与感激。双向的交流与互动将提
高流动人口的归属感，从而促进其实现身份认同。若本地市民对流动人口的刻板印象和排斥行为不
变，政府的公共政策不能一视同仁，流动人口就很难成功地融入流入地社会中。社区是流动人口进入
城市后的落脚点，也是他们必然接触到的小社会，故我们可从社区入手，通过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

区功能，使社区成为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交流沟通的平台，从而达到增进双方理解与包容的目的。
其四，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别。本文从两个地区视角考察区域分割: 一是流动

跨越的行政区划，二是流入区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跨越的行政区划越大，认同意愿越低;
就区域而言，融入意愿由强到弱依次是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地区。可见，认同意愿较强的流入地
几乎都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进入发达地区之人的认同意愿较弱。作为衡量融入水平和流入地制度
性、结构性、观念性等要素的一项综合研究，这样的结果或许暗示，意愿与物质财富的多寡和社会文
明的进步关系不大。尽管从理论上看，作为主观认知的认同意愿需要劳动保障和收入保障等物质条件
为其提供基础 ( 经济不发达、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等难以让流入人口产生认同) ，但主客观之间并
不是完全一致。东部地区的流入人口之所以认同意愿低，一是这些地方劳动就业机会多，许多流动人
口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赚钱; 二是地区越发达，制度性、结构性、观念性要素的排斥就越强，而这些
都在时刻提醒流动人口作为 “外来人”的身份。这表明，认同意愿不是仅仅由流入地的经济发展、
文明程度、行政级别、规模与名气能够完全决定的，一些 “软”的要素也至关重要。因此，各地需
要在改善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的同时，采取相应措施，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地增进流动人口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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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和结果。比如，北京、上海、广东、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应加大宣传力度，从文化上、心理
上、感情上采取措施，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
最后，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中，不可避免也难以克服选择性问题。二是

虽然本文使用的数据具有全国普遍性，但分析结果只对在业雇员具有代表性，因为本文设定的经济地

位因子主要构成成分的收入和劳动时间所限，笔者只访问了该人群。三是一些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
在互动关系，甚至是双向因果关系———认同意愿与主要交往对象、经济地位因子等就是如此。不过，
年龄效应、户籍效应和地域效应与因变量的因果关系是明确的，其他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
不确定性不会影响本文有关年龄、户籍和地域与因变量之间的研究结论。此外，经济地位、社会交
往、身份认同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实际上也证实了我们之前研究提出的社会融入四维度之间的互
动性［14］。

( 致谢: 感谢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允许作者使用 2011 年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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